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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视角下 “一带一路”推特传播网络结构

分析与反思

周　翔，吴　倩

摘　要：全球性社交平台推特已成为各类传播主体参与国际传播的全球性公共场域。本研究基于场域视

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推特用户围绕 “一带一路”议题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我国媒体账号在此网络中

的结构位置，由此揭示我国利用社交媒体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宏观层面上，“一带一路”议题在推特上的整

体传播网络稀疏，信息流通性较差，以国家为界划分的小世界现象明显，形成场域中的场域，且传播主体主

要来自中国、南亚、东南亚和美国，显示出线下结构关系平移至线上场域的态势。中国对外媒体账号并未能

在整体网络占据最为核心的位置，自身也分化为由次级中心到边缘的三个梯队，且因在推特上缺乏与其他节

点的互动而未能充分将社会资本转化至场域中，进而形成广泛有效的信息扩散。对我国媒体来说，如何从整

体布局和具体路径上突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结构性劣势，并充分利用分散网络用户在信息扩散中的重要作

用，是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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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途径，国内媒体机构纷纷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开通账
号，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央级媒体陆续入驻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和照片墙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社交网站，以突
破我国国际形象主要源于 “他塑”而非 “自塑”的局限。从运营现状来看，我国主流媒体在海外社
交平台上的传播已取得初步成效，媒体的议程与框架设置能力初步显露，发布形式日渐规范，推送
频率已相对稳定，并且会运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使内容更具吸引力，账号粉丝数量也达到了
相当大的规模，国际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１］。这为我国主流媒体拓宽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渠道，进
而有助于我国在国内外事务的传播与表态中把握主动权、打破被西方媒体垄断的国际传播格局提供
了平台基础。然而，网络媒体在海外的覆盖规模和粉丝数量并不直接带来高影响力，更需要考察其
背后的网络结构和传播主体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以我国 “一带一路”议题在国际主流社交平台
推特上的传播为例，运用场域视角，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并分析相关传播主体的网络结构，从
中发掘出活跃其中的关键节点，进而从传播主体的网络结构位置及其关系层面揭示我国利用社交媒
体进行对外传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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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关系：推特作为国际传播实践的场域

“场域”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用来分析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来说，
场域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是行动者所处的 “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构置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２］（Ｐ９６－９７）。这一概念着眼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给不同位置上的行动
者 （Ａｇｅｎｔｓ）带来的影响，因此，用场域来理解社会实践活动，意在突出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思考场域就是思考关系”；第二，因资本类型和资本总量
的差异，行动者的位置有支配与服从之分；第三，场域是力量关系的场所，行动者为争夺特定形式
的资本、维护或改变力量格局而展开斗争，场域充满了冲突性［３］。场域理论有助于关系性思考，从
微观迈向宏观，并超越诸如 “结构－行动者”这样我们熟知的二元论。

国外学者将场域路径运用于互联网使用和新媒体实践的现有研究基本限于两条主线：一是受到
布尔迪厄经典著述 《区隔》的启发，分析社会文化和经济遗产及地位，如何与互联网使用和在线习
惯差异相关联［４］［５］［６］；二是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使用者如何使用不同的内容并以不同方式从中
获益［７］［８］。这两类研究都是从现实场域来考察场域行动者的线上活动与其自身惯习、品味及其所带
有的各种资本的关系，并未真正涉及像社交媒体这类平台上虚拟场域的结构关系，更未能将其置入
国际传播语境中来探讨场域实践主体的关系问题。

国际传播的跨国化和多元传播主体的兴起，让全球型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考察国际传播实践的一
个重要场所。如果将不同的传播主体视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即成为这些行
动者在互联网上为争夺优势地位而展开实践活动的场域。推特作为一个公共性的传播场域，容纳了
作为行动者的各国媒介机构，使之形成相互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因而可以提供用于比较研究的经
验数据［９］。推特是目前全球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十个网站之一，也是当前全球各国用户使用频率
最高的社会化媒体之一，为专业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社交媒
体上的国际话语权之争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一个新现象。对于想要在全球传播格局中获取更为广泛的
影响力的国家及其媒介机构来说，推特是必争之地。国际传播领域的主流语言仍然是英语，因此，

在推特上开设英文认证账号本身就体现了各国媒介机构在变动的场域结构中建构有利于己方的国际

传播关系的一种努力，是国际话语权和全球传播地位的竞争。恰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场域是力量
和斗争的场域，个人或组织在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展开竞争［２］（Ｐ１１９）。在这样一个网络空间场域中，各
个网络节点联结而成的持续、动态发展的关系网络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在社交网络上的体现。
与聚焦关系的场域视角所不同的是，国内现有关于国际传播语境下的社交媒体研究主要从描述

运营状况、平台优势或内容生产入手，揭示平台利用中的媒体国际传播实践问题［１０］［１１］［１２］，或从传
播效果出发来评估社交媒体的不同维度，如内容生产能力、传播延展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以寻求
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的对策［１］。近年来也有学者利用社交网络分析法考察了海外社交网络平台上中
外媒体账号之间的互引关系［９］［１３］［１４］，但关注对象均局限于媒体机构账号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明确
将场域视角引入到这种关系的考察中，因而社交媒体场域内其他多元行动者比如其他机构以及个人
网络用户等在分析中缺位，且未能从动态的过程中来考察场域行动者关系与整体结构的变化。从国
外文献来看，国际传播领域中不少有关推特的研究也大多是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来探讨社交媒体的传
播策略和作用，诸如西方国家大使馆推特账号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推广的传播效果与传播路径［１５］，

推特平台恐怖主义信息国际传播与扩散的机制与路径［１６］，以及新闻媒体利用推特平台进行国际传
播的本质与特征等［１７］。简言之，国内外此类社交网络研究在开始重视以社交媒体传播机制与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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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基础来考察国际传播新特征的同时，并未能充分从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一角度针对某
类国际性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并且，这种关系结构在评估社交媒体国际传播影响力中的重要性也
未能在国内对外传播研究中得到充分认识，其表现之一就是往往以贴文转发量和账户粉丝量来衡量
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影响力。然而，从社交媒体整体结构的视角来看，单看转发量和粉丝量的增
加，并不能说明我国媒体在有关中国议题或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议题的讨论中就能够占据传
播主体网络的核心位置或成为最为关键的节点，而这种位置决定了各方力量在推特空间中的位置和
关系。
基于关系属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恰能在研究此方面问题时发挥特有作用。国内学者如韦路等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绘制了一幅推特全球传播的媒体矩阵，发现中国媒体机构账号虽然在数量上位列
全球第三，但在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９］。该研究虽未明确使用场域视角，但为本研究将该视角与
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提供了实证基础。按照布尔迪厄的方法论，首先要分析某个场与权力场的相对
场域位置以及与它所处位置相关的各种因素；其次，要确定某个场内部的空间位置的关系，勾画出
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１８］（Ｐ１４３）。瑞典学者Ｌｉｎｄｅｌｌ认为网络分析能实现布
尔迪厄实证场域研究在这两个方面的期待，以此回应其中的两个相互关系：场域内部行动者的相互
关系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网络分析所研究的结构与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行动者接入资本模式有
所区别，网络分析描画的是通过点赞等行为而形成的认可结构，由此揭示出场域中被其他角逐者所
认可的有价值的玩家［１９］。一些研究者已明确以社会网络分析去测试场域理论［２０］［２１］，正如ｄｅＮｏｏｙ
所认为的，这种分析能进一步整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实践理论，即在于现有场域内的互动、活
动等能够中介化客观权力关系，由此获得实践的重要意义［２２］。
因此，本研究采用场域视角，以推特上围绕 “一带一路”议题讨论而形成的传播网络为分析对

象，以弥补国内外学者尚无对 “一带一路”在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和信息扩散网络结构的分析这一
不足。参与话题的用户被视为具有自主性的传播行动者，推特则被视为这些行动者展开传播实践的
场域，以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在这样一个场域中用户如何围绕 “一带一路”议题形成关系网络结
构，在此网络结构中我国媒体账号占据怎样的位置，以及它们与其他账号形成怎样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具象化行动者关系

本研究以 “ＯＢＯＲ”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以及 “一带一路”为高级检索关键词，使用Ｇｏｏｓｅｅｋｅｒ和八
爪鱼采集器进行网页数据采集，将推特的信息整理为推文页面、用户页面和转发页面三层网页结构
用以数据抓取，抓取两个互为参照的时间段内与 “一带一路”议题相关的帖文：一个是２０１７年３
－７月期间，也即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前后共５个月，共抓取到３１　７３９有效推文，每日平均
发文量为２０８条，单日最低发文量为２６条；另一个时间段是２０１７年８－１２月，旨在从常态化时段
内观察现阶段国际上对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讨论的传播主体关系现状，共抓取热门推文１　９２７
条。由此所获得的原始数据包括用户ＩＤ、发布时间、推文内容、转发量和点赞量。在此基础上运
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推特平台上与议题相关的传播主体网络结构、信息扩散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另外，为了获得参与议题讨论的推特用户的国家分布情况，笔者进一步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与
整理 （包括对地址的人工翻译及统计），最终获得７　９２０个具有国家属性的独立用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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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推特用户地址不是基于ＬＢＳ自动生成的，而是用户手动填写的。一些用户并没有设置地址，此外，一些用户虽然设
置了内容，但却是不存在的虚拟地址，如“ｏｎ　ｔｈｅ　ａｉｒ”、“暴风城”等类似于此的虚拟地址。



社会网络分析法将现实复杂网络中的个体和复杂关系抽象成节点、线以及方向，能够测量和形

象化地揭示行动者个体及他们所处的网络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联结，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模

式［２３］（Ｐ４－２６）。在此分析框架中，“社会网络”是由作为节点的社会行动者及节点之间的关系连接构成

的集合［２４］（Ｐ１）。对各个行动者之间构成的传播关系的考察可以具体化为探讨它们在某个场域中所处

的结构位置和彼此之间的连入或连出权力关系对比［２５］。具体到推特上，每个账号都是社会网络中

的一个节点，也即一个独立的 “社会行动者”，而每一次交互行为，如转发、点赞、评论都可以看

作是一种 “关系”。由各个账号节点的位置和连线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就是推特上以各账号关系网

络为基础的传播网络图景［９］。

社会网络分析一般从整体网络结构、个体位置结构、子群结构这三方面来分析。本研究通过网

络密度、可达性、凝聚力等参数来体现整体网络结构；使用中心性 （包括度数中心性、中间中心性

和接近中心性等三个主要指标）来测量推特一带一路话题传播网络中节点的位置结构；子群则是传

播网络中关系较为直接、密切的行动者组成的次级群体。利用ＣＯＮＣＯＲ迭代相关收敛算法，对推

特 “一带一路”话题的参与用户进行聚类子群分析，探索传播主体大网络中的子群结构。位于同一

个子群结构中的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位。子群结构不仅影响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

信息传受关系，还影响整体传播网络的运行［２６］。笔者还分别从节点属性、网络属性和传播属性三

个维度构建了可计算指标，以分析 “一带一路”话题推文的信息扩散网络。其中节点属性包括节点

的度、中心性、节点之间的距离等；网络属性包括扩散网络的规模、度相关性、聚类系数、平均距

离等；传播属性关注的是扩散网络内部的小团体 （或凝聚子群）特征等。

三、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在 “一带一路”推特场域中整体优势不足

（一）整体网络结构稀疏：场域主体联系不够紧密
笔者将常态化非会议时间段采集的数据，通过节点之间的转推和评论关系①，采用有向网络结

构图进行数据联系，形成图１。从中可看出，该传播网络中拥有较多连接的节点较少，整体网络中
各节点间连接数量较少，网络密度很小 （０．０４３　８，ＳＤ＝０．２０４　７）②，表明该网络各节点之间联系不
够紧密，信息交流和互动较少，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该网络对处于该场域中的行动者也即推特用户
的影响有限。在网络可达性方面③，该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平均通过２．２４５个节点就可以与其他节点
进行信息交流，表明推特上 “一带一路”讨论依托推特主要参与用户的传播较为便利。此外，网络
中节点的平均聚类系数为０．４７０④，表示多数节点之间信息的交流范围较宽。总之，推特上围绕
“一带一路”的传播网络整体上连通性比较好，但是这些传播主体间实际联系却不够紧密，大多
“自说自话”，网络中没有很好的互动互联，相互转推或评论的信息沟通行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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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常态时间段所考察分析的账号仅保留了发布推文条数超过１０条、或者转推数或点赞数超过１０条以上的。

网络密度用来衡量网络成员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和信息传播的互动程度，被定义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数目与
可能存在的最多连接数之比。一个完全连通的网络密度为１。总的来说，整体网的密度越大，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的态度、

行为等产生的影响也越大。

即网络中任何两点之间都至少存在一条途径，反映的是一种数据的传递性闭圈。可通过网络平均距离大小（也即网
络中两个节点之间平均需要多少个节点即能获得连接）来评估可达性程度高低。

表示一个图形中节点聚集程度的系数。当至少三个节点相互连接时，一个闭环网络便会形成。根据节点所在闭环
的数量，可以计算每个节点的聚类系数。整个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是所有节点的局部聚类系数的均值。



图１　推特 “一带一路”议题传播主体整体网络结构图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的转发整体网络结构同样也非常稀疏 （如图２ （ａ）① 所示），大量
的孤立点散落在网络的周围，说明信息仅发生一次一对一的转发关系，没有与其他节点发生关系。
在高峰论坛召开前 （３－４月），网络节点数较少，网络聚集程度较高，网络中核心节点比较突出，

图２　推特 “一带一路”推文转发扩散整体图 （２０１７年３－７月）（ａ：整体结构；ｂ：中心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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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是采用社交网络可视化工具Ｇｅｐｈｉ制作的转发网络有向图，布局采用ＦｏｒｃｅＡｔｌａｓ２。ＦｏｒｃｅＡｔｌａｓ２是一种力导向
布局，节点相互之间呈现排斥，由边的权重来连接两边的节点。连入度越高，图中节点圆形越大。颜色差别是对扩散网络进
行模块化后的分布情况，相同颜色代表该区域内节点联系紧密。为了便于查看，右侧图中过滤了所有点入度为１的小节点。



尤其是新华网的官方账号＠ＸＨＮｅｗｓ，一直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 （如图２ （ｂ）所示）。但是自２０１７
年５月开始，转发网络扩散结构开始明显变得复杂起来。＠ＸＨＮｅｗｓ虽然仍处于网络的重要位置，
但已不再是明显突出的中心节点。色彩的丰富表明该扩散网络逐渐呈现整体分散和多元分布的形态
（如图３所示）。这段时间正值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期间，说明论坛的召开吸引了更多国家或
地区用户对 “一带一路”议题的关注，大量多元主体加入推特中参与该议题的讨论。随着高峰论坛
舆情热度的降低，到６月和７月，扩散图密度降低，参与用户开始减少。但与前几个月不同的是，
此时用户的小群体聚集现象愈加明显，扩散网络被分割为一个个小小的 “部落”。这说明 “一带一
路”信息扩散网络内部连通性在高峰论坛后开始变差，各个群体之间缺乏信息交互行为。

图３　推特 “一带一路”推文转发扩散时段对比图 （左：２０１７年３月；右：５月）

（二）整体结构子群分化：一级核心场域主体非媒体化与个人化
虽然在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形成的传播网络以新华社账号为核心，但经过ＣＯＮＣＯＲ迭

代处理后发现，常态时段内的推特 “一带一路”议题传播网络主体部分主要由七个子群构成 （如图

４所示）。由非媒体机构和个人用户构成的子群，或是居于网络中最核心的位置 （如子群一），或是
成为规模最大的子群 （如子群三和子群五）；相比之下，我国媒体机构账号所构成的子群 （集中分
布于子群二）只是占据次一级的核心位置，且规模也不及由个人用户所组成的子群。

在整个传播网络中处于最核心位置的子群是子群一，完全围绕中心性突出的一些非媒体机构组织
设立的 “一带一路”特定账号 （如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ＯＢＯＲ　Ｎｅｗｓ　Ｃｅｎｔｅｒ”等①）以及
一些重要的个人用户 （比如 “罗文德 （ＴｈｅＲａｇｈａｖ）”“ＥｌａｕｄｉｅｒＬａｕｄｉｅｒ”和 “Ｌｉｊｉａｎ　Ｚｈａｏ”等）节点为
核心来构建，子群内部信息传递通畅，信息沟通频繁。特别是前一类关键节点，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核
心位置，表现活跃，共同影响和控制着 “一带一路”信息传播的主要资源，在这个整体网络中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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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账号２０１７年１月注册，定位于中国境内，主要发布有关“一带一路”的最新消息，由空中丝路（香港）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在线跨境售卖产品、多国语言翻译、为境外多国用户提供各项交易、租房、购物、税
务办理等服务。其开设的“＃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账号致力于传播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推文内容集中于展现“一带一路”政策对于参
与国的积极影响，呼吁全球参与，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发展。“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注册，具体运营单位不详，其内容聚焦
于“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及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印度、中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ＯＢＯＲ　Ｎｅｗｓ　Ｃｅｎｔｅｒ”创立
于２０１７年７月，由哥伦比亚的两个姊妹私募投资基金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Ｓｃｏｒｐｉｏｎｓ．ｃｏｍ与ｈｔｔ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ａｎ．ｃｏｍ）

共同运营，前者着眼于南亚投资，尤其关注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与斯里兰卡等国家，同时密切跟进阿富汗的市场情况；后者
主打中亚和里海区域投资，主要聚焦于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图４　 “一带一路”议题传播主体网络的７个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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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地位。其中，“＃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和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的点入度之和占比达３７％，并且其度数中
心度、接近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排名皆是前两位，表明这两个节点在非会议期间对 “一带一路”信息
传播起着主要信源的作用。“＃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最为突出，其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在整
体网络中皆列首位，点入度数高出第二排名１５个点，意味着其信息被许多其他节点关注和接收，在
网络中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而且，其点出度也很高，是第二排名的两倍，意味着该账号同时较多地
关注和接受来自其他节点的信息，这样的节点得益于其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性优势地位而获得了权
力，能为其他节点设置传播议程，将其意愿和看法施加于其他节点。
尽管此类非媒体机构特定账号以及某些活跃的个人账号的关注数和粉丝数远不及媒体账号，但

在整体传播主体网络中处于重要的网络交往位置，对网络内部的信息流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成
为重要的 “桥”节点，充当着整个传播网络的桥梁中介作用，同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①，对 “一带
一路”话题的信息获取和发布更加便捷迅速。其他节点如需在推特 “一带一路”话题传播中获取信
息，则对这样的节点有一定的依赖。正是这些 “桥”节点的存在，能够加速推特传播网络中信息的
流动和观念的传播。
与这些非媒体机构账号同属子群一的部分个人账号如 “罗文德 （ＴｈｅＲａｇｈａｖ）”② “＠Ｅｌａｕｄｉ－

ｅｒ”③ 和 “Ｌｉｊｉａｎ　Ｚｈａｏ”④ 等，在整体传播网络中具有独特地位，属于推特 “一带一路”议题传播中
的意见领袖，且对该议题的讨论涉及范围更广，意见表达上更具亲和力，也更易于受众接受。他们
借助自身的信息权力优势促进各个舆论领袖子群的形成。这部分个人账号所处的子群一在第二层级
上并未与其他个人账号组成的子群集合，而是与主要由中国媒体账号组成的子群二首先合为一群，
说明该子群与中国媒体账号有着较为紧密的连接关系，两个子群构成了 “一带一路”传播网络的核
心部分。前者为核心把关，后者偏向于连接桥梁。
主要由其他个人账号和非官方账号构成的子群三和子群四在第二层级上合为一群。子群三为整

体网络中规模最大的子群之一，由散布在中心度最高节点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周围的节点组成，该子
群可看作是账号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的推特聚合圈，以个人用户居多，用户彼此关注领域和话题方向
稍显独立，但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推特回应。子群四也主要是个人账户，都跟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节点
产生过转发或评论关系，因此从位置分布来看，是以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为中心点，较为集中地分布
在该节点周围，因此子群四可看作是账号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的推特聚合圈。与子群三不同的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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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均排名第一、第二或第三。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点
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最短的途径）上，我们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具有控制其他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交往的
能力。接近中心度测量的则是一个行动者不受其他行动者控制的能力，对于一个节点，它距离其他节点越近，那么它的接近
性中心性越大，也即意味着该节点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处于该节点的行动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越不依赖他人，越不容易受
到他人的控制。

该个人账号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与推广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点出度为１５，点入度为９，排名分别为第三和第
五。罗文德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现为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执行经理与项目经理，其账号着重关注“一带一路”话题
下的中印关系和贫困问题。

该账号用户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国际关系和精神分析学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以及北约国防学院基金会
资深中国问题研究员伊莲诺·拉杜丽·狄柏思。其账号与其他用户联系较多，较为主动地接收信息来源（点出度为９，高于
平均值７．９，位居第五），独立性较高，不怎么受其他节点的控制（接近中心度５．３７２，排名第六），但直接将信息传递给网络中
其他节点的程度不高（点入度较低，位居第九名），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弱，没有占据信息传播的核心路径（中间中心度较低，

没有进入排名前十名）。总之，该用户在推特“一带一路”圈中中介能力和桥梁作用较弱。她在推特中主要表达自己对“一带
一路”倡议中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意关系的看法，展现了其对“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的信心。

“Ｌｉｊｉａｎ　Ｚｈａｏ”是中国驻巴基斯坦代理大使赵利剑，主要转发“一带一路”话题下关于促进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相
关推文，以及宣扬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念的相关内容。



群四中的节点大多中心度较高，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连线较多，普遍发推量更大，网民的关注度更
多，表现得更为活跃。其他三个子群主要由不同国家的个人、组织及媒体构成，基本上是整个传播
网络外围的散点的集合 （与最中心节点的距离约为３），属于边缘群体的集合。

（三）聚而不同：中国媒体作为次级主体的场域位置呈梯队格局
在推特 “一带一路”议题传播的场域中，中国媒体账号基本上都分布在整体网络的子群二，包

括新华社 “ＸＨＮｅｗｓ”、人民日报 “ＰＤＣｈｉｎａ”、环球时报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中国日报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中国国际电视台 “ＣＧＴＮ”等中央级主流媒体账号，以及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Ｏ”、《北京周报》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一类其他对外传播媒体和区域性媒体等，它们以 “ＸＨ－
Ｎｅｗｓ”和 “ＰＤＣｈｉｎａ”为中心来构建子群，扮演着信息生产者和传播中介的角色。各节点的点入度
普遍高于点出度，即 “被转”多于 “转载”，其推文被视为代表中国官方的权威信息，被其他节点
转推，但这些中国媒体账号很少关注、收集其他账号发布的信息，均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 （各账号
在接近中心度上差别不大，其中最大值为５．３７６，最小值为５．２５０）。从总体来看，中国媒体账号控
制其他两个节点之间交往的能力都很弱，在中间中心度上存在着相对明显的差异，除了新华社账号
“ＸＨＮｅｗｓ”排名第四 （３．２３５）以外，其余均远落于前十名之外 （比如 “ＰＤＣｈｉｎａ”仅为０．９８１）。
中国媒体账号虽聚为一子群，但在整体传播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略有不同，分为三个梯队。第

一梯队仅包括在各项中心度指标均进入整体网络排名前十的两个国家级综合性媒体账号 “ＸＨＮｅｗｓ”
和 “ＰＤＣｈｉｎａ”，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相较之下拥有较高的权力和权威性，自身内容源相对丰富。特
别是 “ＸＨＮｅｗｓ”，其中间中心度较高 （３．２３５，高于平均值２．８００），排名第四，意味着它对资源的控
制能力较强，占据信息传播的核心路径。“ＸＨＮｅｗｓ”发布的内容在整个传播网络中拥有较广的扩散
程度，成为其他节点的 “意见领袖”之一 （结构洞指标：有效规模８．３７５，效率０．６９８，等级度

０．１３３；各项排名第五）①，对其他节点的议程设置能力较强；而且，它在子群内部传播网络中也拥
有较高地位，拥有较多资源，比其他中国官方媒体获得更多立场较为独立的个人账号的关注。与此
类似，“ＰＤＣｈｉｎａ”不仅在所属子群中处于较为权威的领导地位，而且其推文也获得了子群外的其
他一些节点较为频繁的转发，对网络中的个人节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两个账号的接近中心度排名
分别为第五 （５．３７６）和第七 （５．３６３），与排名第一的数值相差不大，说明它们较容易与其他节点
传送和获取信息，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较低，具有信息分解者和传递者的属性特征。总之，中国
媒体第一梯队账号虽然不及子群一中的 “一带一路”特定账号，但也呈现出一定的强势，是推特
“一带一路”圈中介作用较强的桥梁用户，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网络中的信息传播。
上文图２ （ｂ）是 “一带一路”推文整个转发扩散网络中聚集程度最大的一块，使用户聚集在

一起的核心元素是新华社官方推特账号＠ＸＨＮｅｗｓ。＠ＸＨＮｅｗｓ在３月至７月之间，在推特上共发
出关于 “一带一路”议题的微博６５条，其中被转发最多的推文被转载了４０９次，最少的也有２１
次。所有推文共被转发３　９９３次，平均每条被转发６１次。尽管多个国家的用户都与新华网账号保
持着较高的转发关系，但遗憾的是，从主体性交互来看，＠ＸＨＮｅｗｓ从未转载过其他用户的推文，
网络连出度为０。这无形中形成了与用户之间的隔阂，不利于信息的良性扩散。
除了这两个账号，中国媒体其他梯队的所有账号的各项指标均未能进入整体网络前十名。第二

梯队主要由对外传播媒体构成，包括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ＣＧＴＮ”和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以及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的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Ｏ”。“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虽然在整体结构中没有处在较为中心的位置，但其总度
数中心度 （３．３９）与接近中心度 （１．６１８）与第一梯队媒体差距不大，其点入度也较高 （７，并列第
六），意味它能将信息直接传递给网络中较多的其他节点。与第一梯队所不同的是，“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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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Ｂｕｒｔ的定义，结构洞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的联系，能够为其占据者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



吸引了更多的来自不同子群的账号特别是个人账号的关注，与其他子群的联系相对较强。ＣＧＴＮ
在这一点上与此相似，其粉丝来源较为广泛，尤其是那些来自西方社会的粉丝。这体现了这两家媒
体账号对外宣传内容的适应性较强，较其他中国媒体更为贴近西方用户。具体来看，“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和 “ＣＧＴＮ”发布的推文更容易与用户形成互动，比如获得转推、点赞和评论。 “ＣＧＴＮ”也能与
用户形成积极的反馈，并且其推文获得的点赞数要远高于转发数和评论数。也就是说， “ＣＧＴＮ”
尽管在 “一带一路”整体传播网络中并不处于主要地位，各项网络指标数据均不在前十名之列，但
其受众喜爱程度及发文认可程度较高。
第三梯队主要由区域性媒体或其他专业类媒体构成，包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Ｙｉｃａｉ　Ｇｌｏｂａｌ第

一财经”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ｕｓ　Ｎｅｗｓ”等。第二、三梯队的账号特别是后者在整
体网络和中国媒体形成的子群中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尽管其中一些账号有着较为庞大的粉丝群
体，并在推特用户中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①，但关注来源十分单一，基本局限于第二、三梯队中国
媒体账号以及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分散网络用户个人账号。这一梯队中国媒体账号的中间中心
度均低于０．０３５，有的甚至为０ （如 “Ｙｉｃａｉ　Ｇｌｏｂａｌ第一财经”）。这一情况说明地方性媒体或其他专
业性媒体的对外传播作用相当不明显。

（四）场域中的场域：推文信息扩散小世界特性凸显
小世界网络特性是指社交网络具有聚类系数大、平均最短路径小的特点。Ｔｒａｖｅｒｓ和 Ｍｉｌｇｒａｍ

提出的 “六度分割理论”中有关小世界论断，即 “世界上任何人之间都通过大约六步就可以建立联
系”［２７］，其中的六步代表的是网络直径，也就是网络中任意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直径越大，表明信
息扩散的传播效率越低。在 “一带一路”议题推文的转发网络中，平均路径距离为５．９５②，最长距
离为１９；另外，该网络中的弱连接组件数为１　０４２，强连接组件数为１８　６６２③。由此可见，推特中
关于 “一带一路”议题的扩散大多是基于强连接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小团体特征。但是这并不说明
弱连接在该转发网络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弱连接的存在，各个分散的群体被桥接起
来，他们就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 “中间人”。Ｂｕｒｔ提出的 “结构洞”概念表明，当个体在弱连接和
不连贯的行动者或子群之间扮演连接者时，个人会享有战略竞争优势。连接者角色让个人不仅可以
缩小团体之间的差距，而且团体还将按照他们的意愿传播和管理信息［２８］。因此中间人是整个扩散
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因为他们的存在，扩散的空间被大大延展开来。如果能合理利用这些中间人，
“一带一路”议题的扩散时间将被大大缩短。
在复杂传播信息扩散过程中，传播需要同时暴露于多个激活源。复杂传播需要社会增强效应，但

小世界特性中随机连接使传播更难进行。由上文图２ （ａ）发现，即使在看似密集的 “鸟”型的网络
中，各部分也因小世界特性不规则地分成了四大部分。如果分别把四个部分放大，可以看到其实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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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据观察，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国国际电视台和第一财经这四家媒体账号的粉丝
数分别为１　３５５　６４０、３６５　４７０、４　７６８　７１８和１　０２０　６２５；第三方数据显示，它们的日平均发帖数分别为４９、４５、７５和４０（数据来
源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ｎｐａｇｅｋａｒｍａ．ｃｏｍ）。

一个网络中，路径即所有节点和所有线段均不重复的途径。距离就是节点Ａ走到节点Ｂ的路径中至少要经过多少
条线的总数。如果平均路径距离是５．９５（约为６），则意味着两个节点之间平均至少有５个节点。

强／弱连接组件数是由 ＵＣＩＮＥＴ导出的整体网聚集属性参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Ｗｅａｋ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的中译名，网络科学领域中一般将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译为“连通分量／分支”或“连通体”。但笔者认为这种译法无法表
达社会网络分析中小团体的含义。根据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的解释，组件（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是一个网络图形中最大的一块
相连的节点，也是最严格的一种小团体。在有向图中，如果一个组件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在不计连接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到
达组件中的其他所有节点，那么这个组件即为弱连接组件；如果一个组件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在考虑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到
达组件中的其他所有节点，那么这个组件即为强连接组件。



部分的结构差异也是巨大的。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是在某些中心节点的作用下凝聚在一起的。
图５显示的是整体网络中两个较为典型的聚集网络。图５ （ａ）是围绕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账号＠ＶＯＡＣｈｉｎｅｓｅ聚集起来的小团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用户与美国用户之间的联系。图
中粉红色边指向的用户来自中国，浅绿色指向边的用户来自美国。该账号在此聚集体中承担了重要
的连接作用。在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后的３月－７月之间，该账号共发关于 “一带一路”议题
的推文５１条，所有推文被转发６５７次。虽然与＠ＸＨＮｅｗｓ的转发次数相差不到７倍，但＠ＶＯ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的转发扩散网络密集程度看起来却远不及＠ＸＨＮｅｗｓ。其原因在于转发其推文的用户不是
中心性用户，因此二次扩散率非常低，扩散程度在经过一次转发后就发生了急速的衰减。

图５　 “一带一路”议题扩散整体网中的小世界网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小世界网络中都有多个国家的参与。图５ （ｂ）中形成的小世界网络与其
他社区有明显的界限，图中所有边的颜色是相同的，该颜色对应的国家是马来西亚，代表这些用户
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他们自己形成一个舆论圈而很少与其他用户转发交流。这一点提示我
们，在进行 “一带一路”话语分析时，应该多关注这种小群体，这样更加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体系。

（五）线下场域线上投射：推文信息扩散与现实地缘政治版图呼应
计算机网络在美国的诞生以及ＩＰ地址与域名分配等，使得互联网成为网络时代地缘政治与经

济连接的终端。在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下，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活动被 “虚拟化”与
“网络化”，网络空间成了一个既超越现实又跳脱不开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博弈的重要战略平台。现实
社会的权力关系在经历了网络逻辑的拆解与重制后，又投射到网络中，并编织了一张话语权力之
网。从 “一带一路”展开的战略布局来看，其基于中国为圆心进而向外围延展辐射的方式，充满了
地缘化色彩，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重置经济、文化等资源的跨区域愿景。
推特作为信息扩散的一个子空间，其参与主体所来自的国家分布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以技术资

本和文化资本 （比如使用语言等）为基础，更折射出现实中 “一带一路”战略所关涉的利益相关国之
间的关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之前的３月－４月期间，“一带一路”议题用户共来自８４个不同
的国家和地区，但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月期间，所有用户的国家和地区扩展为１３９个 （如图６所示）。
除了与 “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的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这样
的大国也非常关注这次高峰论坛，各国用户积极参与社交媒体讨论。可见，“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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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期间，也即该议题作为新闻事件的一部分时，其信息扩散的空间维度获得了较大的扩展。

图６　 “一带一路”议题推特用户国家和地区分布数量统计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月）

峰会期间，推特上参与 “一带一路”讨论的用户基本遍布全球。图７中南亚和东南亚是用户参
与人数最多的区域，且国家数量众多，这些国家与我国比邻，且大多与中国开展了各种 “一带一
路”合作项目。其次，最左侧的欧洲也呈现小规模聚集现象。在其他地区，大量用户聚集在与中国
构成竞争关系的美国，而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支持或中立态度的俄罗斯、中亚国家，以及中东
欧、北欧等非英语国家的用户，却极少或几乎没有参与到这个英语传播网络中，账号标属地为非洲
和北美洲的参与用户整体上也非常稀少。

图７　 “一带一路”议题独立用户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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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反思：提升场域系统结构性优势成为对外传播重中之重

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西方用户是其早期
的使用者。换言之，全球传播的线下结构关系和优／劣势极有可能被 “平移”到线上，甚至可能因
互联网技术突破地理界限，进而在线上扩张、增强这种结构性主体关系和传播优／劣势。这是中国
主流媒体利用社交媒体开展对外传播时必须要面对的整体场域背景。从整体上看，在推特这个以英
语为主要语言的全球传播场域中，由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在特殊事件比如高峰论坛期
间有着较为密集的推文信息扩散，并形成了中国主流媒体位居核心的传播网络，但这种主导性地位
仅仅体现于某个单一的传播机构比如新华社，并且随着论坛结束而很快消解，在常态化时段里中国
媒体全面退居二级甚至更次一级圈层，且在这个网络结构稀疏的整体场域中明显呈现出由次级中心
到半边缘再到边缘的三个梯队格局。从场域视角来看，这首先体现了在推特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场
域，其间的力量关系也是在不断地此消彼长，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其背后推动部分得力于附着在网
络节点连入和连出关系中的社会资本的变化，但中国媒体在传播此议题上的网络结构位置状况也许
更多地源自于线下结构关系向线上场域的平移与关系各方的线上博弈。
这种平移至少反映在三方面：首先，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因我国国际性会议新闻采写和发

布惯例而获得的制度性优势权力，在峰会期间极大地释放并延伸至社交媒体平台，加之因为各国要
人的到访，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推特用户大量援引、转发新华社推文成为必然。而一旦
论坛结束，新华社推特账号因线下结构关系而具有的传播权力优势即因分散网络用户常态下的独立
发文和互转而消解。其次，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梯级结构关系直接映射在常态下
推特传播网络结构位置的呈现上。一方面，中央级主流媒体在 “一带一路”传播中作为第一梯队保
持着权威作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账号显示出较强的卡斯特网络权力观中的网络准入权和传播影
响力，对信息资源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他中央级对外传播媒体或地方性媒体作为
第二和第三梯队则作用甚微，像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样一些重要对外传
播媒体，对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的利用尚不充分，在传播网络结构中并未取得中心位置，其他大多
数媒体账号特别是其他非中央着力支持的媒体仍处于边缘状态。也就是说，我国媒体内部传统的权
力层级关系并未因新媒体赋权和去中心化属性而发生实质性改观。这既与不同级别和性质的对外传
播媒体所拥有的运营社交媒体帐号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密切相关，同时各媒体账号在充分利用社
交媒体的交互性以及在调用个人用户和其他机构用户资源、营造网络社群传播效应方面的特殊优势
都有所不足，无法跳脱出既有传播权力格局。再者，参与议题讨论的推特用户的国家分布整体上与
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即与 “一带一路”战略利益相关国的全球分布大体吻合，而且还主要集
中于对此倡议持质疑或反对态度的国家，比如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由以上三方面来看，可以说，“一带一路”议题的推特传播场域的边界和结构实际上在相当程

度上仍然是由现实场域中的结构性力量和关系所决定，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
统结构的整体性优化程度，因此在探讨线上国际传播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场域理论中所说的 “他治
性力量”。对此，我国在针对 “一带一路”进行对外传播时首先要有清醒的全局认识，不能因各社
交媒体帐号粉丝数的持续增长而盲目乐观①。 以整体布局而言，在前期打造 “６＋３”的对外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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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国国际电视台和第一财经这四家媒体账号的粉丝数分别为６１
１１８　９１４、３３　２９０　３４６、７　２１７　８１３８和１　１０６　５８９；第三方数据显示，它们的日平均发帖数分别为４０、３９、３９和３２（数据来源于ｈｔ－
ｔｐ：／／ｗｗｗ．ｆａｎｐａｇｅｋａｒｍａ．ｃｏｍ）。



播体系基本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耕①，全面提升各级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尽早突破由本研
究所揭示的网络传播主体连接中梯级结构局限，摆脱主要依赖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两三家旗舰媒
体在海外平台上孤军奋战而其他媒体实际上处于半边缘化或边缘化的被动局面，同时要重视非媒体
机构组织、个人账号在整体场域中的影响作用。各级媒体整体性进入或接近像推特这样的全球网络
场域的核心位置有助于制造传播整体联动效应，以集群方式拓展信息扩散网络规模和密集度。
从技术或运营层面上来说，我国主流媒体需要放下身段，在强调社群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主动

与其他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搭建互动互联的关系。“一带一路”议题整体传播网络的稀疏，在很大
程度上说明了该议题在推特这一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并未形成一个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双向关系紧密

的传播网络。一方面，推特网友对此话题的讨论不够积极，大多数推文的转推数、评论数或点赞数
极少，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或其他利益相关国的主流媒体也很少主动对 “一带一路”作出讨
论，即便是有，也带有各自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各传播主体之间很少存在普
遍、直接的双向信息交流，且往往形成相对封闭的小世界场域。特别是中国媒体账号，在具体信息
的传播上，普遍缺乏与其他推特用户节点的主动勾连，而且内容上往往也是以主流媒体为传播口
径，传播方式也较为官方。笔者基于对推特以及另外两个海外社交媒体脸书和照片墙的一般性观察
发现，中国主流媒体在这些社交媒体上不仅没有设置活动、小组等社群化互动功能，而且从对相关
主流媒体的社交账号和官方网站的用户互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与国际上主流媒体相比，我国媒体
的用户互动率较低，更不用说产生社群化效果了。就推特 “一带一路”议题而言，我国主流媒体作
为权威信息源，虽然能积极抢占舆论话语发布权，尤其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这三家权威机构表现最为突出，能将信息直接传递给网络中较多的其他节点，对于 “一带一路”
话题的对外宣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仍然受限于自身官方、权威的身份定位，在推特上极
少主动与其他节点进行互动，“被转”多于 “转发”②。转发的缺失，看似压低了其他声音的扩散可
能，但实际上自身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连出权力也因此大大削减，进而影响到自身在整体网络中的
位置和影响力。因此，在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社交媒体中，主流媒体应该更加放低姿态，主动建立
并维护与其他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的联系，通过营造亲民的形象以此增加国外用户对我国对外传播
内容的好感。比如，如果新华社＠ＸＨＮｅｗｓ在类似高峰论坛的时期利用自身的聚集优势提高连出
度，相关信息的扩散网络将更加密集。
我国主流媒体这种只发不转或不连的高冷姿态，实际上是有违于整个互联网新生态格局颠覆性

变化方向的。在此新格局下，互联网信息生态链已由单一线性转变为网状扩散，网络用户主体成为
信息扩散链条的重要 “节点”，其信息生态位已占据核心生态位，国际传播已从 “象阵”式传播转
向 “蚁群”式传播［２９］。分散网络用户在传播场域中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获得体现和证明，一些地
区问题研究员、专栏作家、评论员以及其他关注 “一带一路”问题的个体等独立用户在推特场域中
成为意见领袖型的传播行动者③，而且这些独立个人用户大多来自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质疑的国
家，尽管他们个人的推文并不一定都是负面态度或意见。在推特场域中，个人用户或者与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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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６＋３”：６家国家级对外网络传播媒体：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网、央视网、国际在线。这些网站分别依
托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３家城市门户网站：

千龙网、东方网以及南方网。

三者的推特账号点入度分别排名第三、第六和第七，然而点出度却均排在前十之外。

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个重要个人用户以外，在回复量最高的前１０位用户中有如下几个个人账号：ｓａｌｍａｎ７ｋｈｕｒｓｈｉｄ
（印度最高法院前部长）、ｄｈｕｍｅ（美国ＡＥＩ研究员、ＷＳＪ专栏作家）、ｓｕｘｉｎＰＬ（英国前新闻网站编辑）、ＴａｒｅｋＦａｔａｈ（加拿大中
东论坛研究员、太阳报专栏作家）；转发量最高的前１０位用户中有如下几个个人账号：Ｍｕｓｌｉｍ＿Ｂｅｒｓａｔｕ１（印尼）、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ｄａ－
ｔｔａ（印尼）、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印度战略思想家、作家、评论员）、ｅｋｏｗＢｏｙ（处罚观察员，国别不明）、ＳｕｒＹｏｓｏｄｉｐｕｒｏ（印度）。



用户共同集合成核心子群，或者独自构成一个与中国媒体账号未能形成汇合的其他子群，加之其他
一些机构用户如ＶＯＡＣｈｉｎｅｓｅ等另外形成小世界聚集网络，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媒体未能进入到这些
聚集网络中，并与网络中的用户构成意见的碰撞或者力量的交锋，在此情形下，是无法谈得上进行
意见相左的问题讨论的，更不用说如何发挥我国媒体的意见领袖作用。如果我国媒体无法看到或刻
意回避网络场域中的不同意见，不能在观点的碰撞中正面阐述自身的立场和观点或者以柔性沟通的
方式引导，是难以在整体场域中形成核心主导力量的。而账号粉丝数增长再多，也很有可能只是同
质群体的再生，并且难以打破目前我国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来源地地域集中的结构性劣势①。
总之，从场域的视角来看我国媒体在推特平台上的 “一带一路”传播还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局

限和操作层面上的不足。中国主流媒体如何跳出现有的以我为中心、重具体实操的对外传播思路，
转而有针对性地从结构层面调整宏观布局和整体传播意识，并结合具体层面针对不同次级场域展开
分众传播的路径探索，从而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加全面、立体地传递中国好声音，应是当
前值得深思的地方。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将场域视角与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来研究国际传播问题，至少可以获得

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场域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上的机构内互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整
体网络结构、个体位置结构和子群结构分析可以较好地回应线上场域内部行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信息转发扩散网络结构和小世界网络分析可以揭示社交媒体场域内信息流动与次级场域的样态和模

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进出场域的行动者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播网络结构的变化，这种研
究既从实践层面将场域理论的解释可能与应用范围扩展至新媒体平台，同时也可以在检视我国对外
传播问题时帮助避免被表面的热闹繁荣而迷惑，而是从内部勾画出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社交媒体平
台整体场域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传播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进而从深层次发现结构化新媒体实
践问题，并为国际传播领域考察新旧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另一种研究起始点；另一方面，场域
是社会关系结构化的系统，单是对线上传播节点进行社会网络分析，难以直接揭示社交媒体线上场
域与线下权力场的相对位置、线上和线下不同场域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要素，因而难以回应布尔迪
厄场域分析中对他律和自主权力的变化关系的关照，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未来可寄希望于展
开线上与线下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并且引入用户人口特征调查的历时性大型研究，以解决场域新进
者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和场域外的受众的身份问题 （包括其生命轨迹特性及其对场域的影响）、国际传播
分散网络用户如何斗争以获得资源及其资本形式、以及自主极和他律极力量如何竞争和此消彼长等
问题，从而在实证层面将社交媒体上的国际传播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语境，并由此实现国
际传播场域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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